
1 
 

民国时期地质学研究的跨国合作 

——以巴尔博、李四光对中国第四纪冰川遗迹问题的争论为中心 

 

韩琦  宋元明 

 

摘  要  中国是否存在第四纪冰川遗迹是地质学界悬而未决的重要问题，这场争论自李四光

1921 年宣称在华北发现相关遗迹以来，已有近百年的历史。1931 年，李四光关于庐山冰川

遗迹的重要发现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和争议，对此持怀疑态度的以苏格兰地质学家巴尔博

最具代表性。作为早期中国地质事业的“客卿”，巴尔博早在 1920 年代即来华开展了一系列

的地质学研究并取得诸多成果。1934 年，身在美国的巴氏再度受邀来华参加长江流域新生

代地质考察，并与李四光就庐山是否存在第四纪冰川遗迹这一问题展开论辩，引起了巨大反

响，这反映了地质调查所中外地质学家合作的独特模式。作为事件的余波，1949 年后李四

光对此次论辩的态度出现了很大的转变，体现了政治环境的变化对地质学研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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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否存在第四纪冰川遗迹是地质学史上最为引人注目的论题之一。自上世纪 20 年

代李四光宣布发现第四纪冰川遗迹始，争论就一直未曾停歇，至 30 年代，李四光和苏格兰

地质学家巴尔博（George B. Barbour，1890～1977）就庐山是否存在第四纪冰川遗迹展开了

讨论，引起了地质学界的强烈兴趣。对这场争论的研究散见于地质学论著之中，亦有文章从

学术史的角度对该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回顾。① 

第四纪冰川遗迹问题，涉及到新生代气候，乃至古人类的生存环境。庐山是否存在第四

纪冰川遗迹这一问题的提出之所以能够在当时的地质学界引起轰动，与当时学者对人类起源

和新生代地质问题的关注密不可分。这次争论的起因如何？巴尔博为何受邀参与？与当时的

学术背景有何关系？本文将根据新发现的巴尔博往来书信、回忆录，结合相关地质学论著，

试图探究当时中国地质学界国际合作的真实场景，梳理巴氏在华地质学研究，厘清此次论辩

的相关史实，分析 1949 年前后李四光对这场争论的不同表述及其政治背景，以还原这段历

史的本来面貌。 

 

一、早期中国地质事业中的“客卿” 

在中国现代科学发展的早期阶段，成绩最为突出的当属地质学。早在 1912 年，中国地

质事业奠基人之一的章鸿钊就提出了成立地质调查和地质人员培训机构的构想。②次年，丁

文江主持建立了工商部地质研究所，开始培养地质学人才。1916 年，地质调查所正式成立。

地质事业创建伊始，丁文江等人就十分重视与外国学者的合作。他们受雇于地质调查所，为

                                                             
① 李鄂荣：《庐山第四纪冰川争论》，《科学史集刊》1982 年第 10 辑，第 1-15 页；周耀华：《庐山第四纪冰川的三次大论争》，尹

培基主编：《天地纵横》，北京：地质出版社，1992 年，第 60-65 页；施雅风：《中国东部中低山地有无发育第四纪冰川的可能性？》，

《地质论评》2011 年第 57 卷第 1 期，第 44-49 页。 
② 章鸿钊：《中华地质调查私议》，《地学杂志》1912 年第 1、3、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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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服务，被形象地称为“客卿”，③在短时间内地质研究能取得诸多重要成果，很大程度上

归功于“客卿”的帮助。 

民国初期最为重要的“客卿”首推安特生（Johann Gunnar Andersson，1874～1960）。

1914 年，曾任瑞典地质调查所所长的地质学家安特生以北洋政府农商部矿务顾问的身份来

华从事地质调查工作，并于翌年春结识了从云南返京的丁文江。安氏带领学生赴多地实习，

为年轻学者提供支持，还与丁文江签署合作协议，商讨化石采集、刊物出版等事宜，寻求瑞

典的资金和学者的合作，进行古生物学研究。最为重要的是，他帮助丁文江领导的地质调查

所构建了国际学术交往的网络，并邀请赫勒（Thore Gustaf Halle，1884～1964）、师丹斯基

（Otto Zdansky，1894～1988）等专家来华，从事古植物和古脊椎动物化石的研究。作为周

口店遗址的发现者，他在 1926 年特意安排瑞典皇储的中国之行，并在 10 月 22 日的欢迎会

上宣布了“北京人”牙齿化石这一重大发现，轰动世界。安氏积极奔走，不仅为周口店的发

掘事业成功造势，更与步达生（Davidson Black，1884～1934）一起争取到了美国洛克菲勒

基金会的支持。④ 

自 1919 年起，《地质汇报》（1919）、《地质专报》（1920）、《中国古生物志》（1922）和

《中国地质学会志》（1922）相继创刊，用英、中、法、德等多国文字出版。1922 年 1 月 27

日，中国地质学会成立，共有创始会员 26 名，其中外籍人士 3 名，同年又增加普通会员 36

名，其中外籍人士多达 19 人。⑤中国地质调查所还与瑞典、法国、美国的地质和古生物研究

机构及博物馆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反映了中国地质学界国际化的情形。所有这些，都与丁文

江、安特生等人的努力筹划密不可分。⑥ 

继安特生之后，来华西方地质学家逐渐增多，其中与中国学者合作最为密切的当属法国

地质学家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1881～1955）。⑦德日进与地质调查所联系密切，

1929 年 4 月，新生代研究室成立，该室的任务是从事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的发掘和化石研

究，还包括对整个中国新生代古生物化石及人类化石的采集和研究。丁文江任名誉主持人，

步达生为名誉主任，杨钟健任副主任，德日进任名誉顾问。步达生对该室的发展有着清晰的

规划，⑧他“目光四射，完全以新生代之一般研究为对象，企图解决与原始人类有关之一切

问题。故于成立之初，即注意中国新生代地层及古生物之研究，地文、冰川、考古等均包括

在内。”⑨在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的安排下，德日进、杨钟健二人自 1929 年起两赴山西，

足迹还遍及陕西、河北、东三省、两广等地，这些卓有成效的合作为新生代研究贡献颇多。
⑩此外，他们还一同参加了美国中亚考察团第五次考察。在这些考察中，时有巴尔博的身影，

他的加入与他在中国的地质研究密切相关。11 

 

二、巴尔博对中国地质的研究 

从事中国地质学研究的学者，大约都会知道巴尔博在黄土和张家口地质方面的工作。巴

                                                             
③ 章鸿钊：《中国地质学发展小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年，第 5 页。“客卿”一词首见于《战国策·秦策一》。 
④ 步达生，加拿大解剖学家，1919 年来华任北京协和医学院教授，1929 年任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1927～1934

年是周口店发掘工作的负责人之一，以研究“北京人”化石而闻名。关于安特生在华的科学工作，参见韩琦：《从矿务顾问、化

石采集者到考古学家——安特生在中国的科学活动》，《法国汉学》，北京：中华书局，2017 年第 18 辑。 
⑤ Bulletin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 1922, 1(1), pp. 97-99. 
⑥ 美国所藏丁文江往来通信生动地反映了丁文江在中西地质学交流中的作用，参见韩琦：《美国所藏丁文江往来书信（1919～

1934）》，《自然科学史研究》2017 年第 36 卷第 1 期，第 112-134 页。 
⑦ 德日进曾任巴黎天主教学院（Institut Catholique de Paris）地质学教授和法国地质学会副会长，1923 年受巴黎自然史博物馆派

遣来华，与桑志华（Emile Licent，1876～1952）一同开展化石的收集与研究。 
⑧ 安特生来华后对第四纪黄土、气候和演化等问题极有兴趣，他的《中国北部之新生界》（1923）一书是系统研究第四纪黄土的

最早论著。他还对中国上新世、更新世地层进行了研究，在很多领域都与步达生有深入合作。步氏对新生代问题的关注很大程

度上受安氏影响。 
⑨ 杨钟健：《新生代研究室二十年》，《科学》1948 年第 30 卷第 11 期，第 325-328 页。 
⑩ 杨钟健：《西北的剖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年；《杨钟健回忆录》，北京：地质出版社，1983 年，第 64-81

页。 
11 有关巴尔博的在华活动，可参见张雷：《巴尔博与中国地质学（1921～1935 年）》，《中国科技史杂志》2015 年第 36 卷第 3 期，

第 316-3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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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博，苏格兰地质学家，出生于爱丁堡，1911 年获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同年开始环

球旅行，到过中国，见证了辛亥革命。次年，进入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深造。121919 年，赴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质系攻读博士学位。1920 年，与妻子多萝西（Dorothy D. Barbour）被

英国伦敦会派往燕京大学任教。13 

1921 年 1 月 16 日，巴尔博抵达北京，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

1876～1962）亲往火车站迎接。141920～1921 年，华北五省遭遇特大旱灾，巴氏受邀为华洋

义赈会（China International Famine Relief Commission）勘探地质，在直隶西南调查地下水源，

掘井五千余口，缓解了灾情。15后发表数篇文章，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16如果说对

北京地下水的研究是巴尔博在中国的首秀，那么随后对张家口地区地质的系列考察则是他在

地质学界立足的基石。 

1921 年，美国纽约自然史博物馆为寻找古人类发源地，派遣中亚考察团来华，在蒙古

地区进行考察。171922 年 9 月，考察团首次考察返程途中，在首席地质学家勃吉（Charles P. 

Berkey，1867～1955）的建议下，由毛里士（Frederick K. Morris）带队对万全县进入蒙古一

线的广大区域进行调查。在团长安得思（Roy Chapman Andrews，1884～1960）的盛情邀请

下，巴尔博、葛利普（Amadeus William Grabau，1870～1946）18和地质调查所的孙云铸加

入队伍。19此次考察，为巴尔博的学术生涯开启了新的方向。此后他又受翁文灏之邀，对张

家口商贸路线两侧地区进行了地质考察。可以说，巴氏在中国的地质学研究，以对华北地文

地质发育的研究最为知名，而张家口地区则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区域。从 1922 至 1926 年的四

年间，他利用暑期对此区域进行考察，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20 

1927 年 5 月 23 日，巴尔博离开北京，返回哥伦比亚大学准备博士论文和答辩，司徒雷

登亲自驾车送行。1928 年，博士论文《张家口地区地质》（The Geology of the Kalgan Area）

完稿，文中提出“两个侵蚀期之间被一个堆积期隔开”这一地文期划分方面的重要观点。他

通过调查，修正和补充了由维理士（Bailey Willis，1857～1949）21、安特生等人提出的华北

地文期划分方法，将其分为北台期、唐县期、汾河期、三门期、清水期、马兰期以及板桥期

等阶段，初步建立起华北地文循环模式。22 

                                                             
12 G. B. Barbour, In China When…, Cincinnati: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1975, pp. 13-14。 
13 Hugh. S. Barbour：《巴尔博》，侯仁之主编，燕京研究院编：《燕京大学人物志·第 1 辑》，第 142-145 页。据笔者所见巴尔博

日记和相关书信档案，巴尔博在华工作近 9 年（1921 年 1 月 16 日抵达北京，1927 年 5 月 23 日离开北京；1929 年 9 月 13 日重

返燕大，1931 年 12 月 11 日从上海离开，其中 1930 年 7～9 月曾短暂访问欧洲；1934 年 3 月 27 日抵达上海，同年 8 月 20 日前

后离开北平），足迹遍及直隶、山东、山西、东三省、内蒙、陕西、甘肃、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四川等地。

在华期间，他交友广泛，朋友不仅有司徒雷登、达伟德（Walter Wiley Davis，1882～1947，燕京大学地质地理系主任）、李连捷、

卞美年等燕大师生，也包括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安特生、葛利普、德日进、步达生、新常富、桑志华（法国博物学家）、

顾临（Roger S. Greene，1881～1947，北平协和医学院代理校长）、安得思、谷兰阶（美国古生物学家）、勃吉（美国地质学家）、

毛里士（美国地质学家）、那林（瑞典地质学家，中文名又作那琳、娜琳、诺林、诺琳）等在华工作的中外学者，曾短期到访北

京的法国考古学家步日耶（Henri Breuil，1877～1961）、英国解剖学家史密斯（Grafton Elliot Smith，1871～1937）等知名学者也

曾与他有过接触。更值得一提的是，他还与胡适、徐志摩、梅兰芳、林徽因等有往来。 
14 据巴尔博日记，辛辛那提大学档案馆藏。 
15 G. B. Barbour, In China When…, p. 24; 张玮瑛等主编，燕京大学校友校史编写委员会编：《燕京大学史稿》，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第 1016 页。 
16 G. B. Barbour, “Deep Wells in the Peking Area”, Bulletin of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 1924, 3(2), pp. 127-138; G. B. Barbour, 

“Artesian Well Supply at Haitien”, Journal of Association of China and America Engineer, 1924, 2(1), p. 18; G. B. Barbour, “Further 

Data Regarding Deep Wells in the Peking Area”, Bulletin of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 1930, 9(1), pp. 49-57. 
17 有关中亚考察团在华活动情况，参见宋元明：《美国中亚考察团在华地质学、古生物学考察及其影响（1921～1925）》，《自然

科学史研究》2017 年第 36 卷第 1 期，第 60-75 页。 
18 葛利普，德裔古生物学家，曾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1920 年应丁文江之邀来华担任地质调查所古生物学技正兼北京大学

地质系教授，1925 年 9 月发起成立北京博物学会。参见孙承晟：《葛利普与北京博物学会》，《自然科学史研究》2015 年第 34 卷

第 2 期，第 182-200 页。 
19 G. B. Barbour, “Preliminary Observation Made in the Kalgan Area”, Bulletin of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 1924, 3(2), pp. 153-168. 
20 有关巴尔博对张家口地区考察的详细情况，参见陈蜜，韩琦：《泥河湾地质遗址的发现——以桑志华、巴尔博对泥河湾研究的

优先权为中心》，《自然科学史研究》2016 年第 35 卷第 3 期，第 320-340 页。 
21 维理士，美国著名地质学家，曾任斯坦福大学地质系系主任，1903-1904 年在华进行地质考察。他对华北黄土及地文期的研究

对后来的研究者产生很大影响。参见陈明、韩琦：《维理士对中国地质的研究及其影响》，《自然科学史研究》2016 年第 35 卷第

2 期，第 213-226 页。 
22 G. B. Barbour, “The Geology of the Kalgan Area”, Geological Memoirs (Ser. A), 1929, 6, pp. 1-148; P. L., “Review: The Geology of 

the Kalgan Area by George B. Barbour”,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1930, 76(3), pp. 263-264; （英）巴尔博著，侯德封译：《张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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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博不仅是华北地文研究的先行者，还较早开展了对中国黄土的研究。他于 1925 年

发表《中国黄土》一文，23从化学、矿物、物理及土壤特性等方面对中国黄土进行分析，不

仅介绍了欧美黄土以及中国的次生黄土，还对黄土的分布、年代、起源、堆积及垂直节理等

问题进行了探讨。1926 年 5 月，他与新常富（Erik Nyström，1879～1963）24、瑞典斯德哥

尔摩大学 Percy Dudgeon Quensel（1881～1966）、孙健初等人一同前往晋北考察。251929 年，

他在《张家口附近地质志》一文中分析了华北黄土的年代及其性质，对黄土与冰期、间冰期

等气候因素的关系多有论述，并区分了原生黄土和次生黄土。26 

新生代研究室成立后，步达生之梦想乃是“将新生代研究室成为一最完备之研究室”，27

尽量使每一方面都有专人负责，并训练专门人才。杨钟健负责脊椎动物化石及地层方面的工

作，裴文中有志于考古及研究第四纪脊椎动物化石，地文方面一时无人，需请外国人协助，
28巴尔博于是成为步氏眼中的合适人选。1929 年 9 月 13 日前后，巴氏重返燕大，随即参与

新生代研究室和周口店发掘的相关工作。 

就在当年发掘行将结束之际，巴尔博与步达生、翁文灏等人于 10 月 17 日前往周口店进

行了最后一次视察。2912 月 2 日，裴文中在周口店发现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引起巨大轰动。

巴尔博立即为《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撰写报道，宣传这一重大发现。30次年，他另

一篇关于周口店的文章也在美国《科学》（Science）杂志上发表。31这些报道对于提高“北

京人”化石的国际知名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与其他古人类学家不同，巴尔博更关注通过地质研究来解决古人类的年代问题。1930

年 3 月、1930 年 12 月至 1931 年 1 月，他两次前往山西太原、太谷等地32，试图弄清黄河流

域上新世和更新世历史，从而帮助确定“北京人”的年代。1931 年 6～9 月，他在内蒙、陕

西、甘肃等地进行考察；10 月下旬，与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展开合作，在喻德渊的陪同

下对南京附近地质进行调查，并于 12 月初向李四光和地质研究所提交多份报告，阐述了自

己对该地区地质的看法。他还致函李四光，对刘季辰、赵汝钧以及谢家荣的部分观点提出质

疑。33这几次考察的内容皆与新生代研究密切相关。 

随着工作的开展，巴尔博对黄土的研究也逐渐深入。他与安特生一样，赞同李希霍芬

（Ferdinand Feriherr von Richthofen，1833～1905）和维理士的黄土风成说观点，反对冲积成

因的假说。34当然，巴氏更关注与他研究相关的地文期，1934 年进一步将堆积期与侵蚀期作

了如下的划分：保德期堆积、汾河期侵蚀、泥河湾期堆积、周口店期堆积、清水期侵蚀、马

兰期堆积和板桥期侵蚀。35 

1935 年，巴尔博将黄土及其相关地层分为黄土、红色土（三门层）及红土（保德层）

三类，认为红色土与黄土均属风成，还与土壤学家梭颇（James Thorp，1896～1984）展开

                                                                                                                                                                               
附近地质志》，《地质专报》1929 年甲种第 6 号，第 1-25 页；王竹泉：《华北地文沿革之重检讨》，《地质论评》1937 年第 2 卷第

4 期，第 357-360 页；李庆远：《中国黄土之地质期与地文期》，《清华周刊》1934 年第 41 卷第 8/9 期，第 40-53 页。 
23 G. B. Barbour, “The Loess of China”, The China Journal of Science and Arts, 1925, 3(8), pp. 454-463; 3(9), pp. 509-519. 
24 新常富，瑞典人，1902-1912 年任山西大学堂教授，1914-1917 年在地质调查所工作过一段时间。1917 年后回到瑞典，在斯德

哥尔摩大学学习地质学，1919 年获地质学博士学位，1920 年重返山西大学，担任化学（地质学）教授。 
25 C. C. Sun,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Oldest Formations in the Province of Shansi”(山西太古界地层之研究), Bulletin of the 

Geological Survey of China, 1928, 7(3-4), pp. 245-286; G. B. Barbour, In China When…, pp. 145-146; E. Nyström, Det Nyaste Kina, 

Stockholm, 1936, p. 160. 
26 G. B. Barbour, “The Geology of the Kalgan Area”, Geological Memoirs (Ser. A), pp. 1-148; （英）巴尔博著，侯德封译：《张家口

附近地质志》，《地质专报》，第 1-25 页。 
27 杨钟健：《新生代研究室二十年》，《科学》1948 年第 30 卷第 11 期，第 325-328 页。 
28《杨钟健回忆录》，第 84 页。 
29 G. B. Barbour, In China When…, p. 50. 
30 G. B. Barbour, In China When…, pp. 181-182. 
31 G. B. Barbour, “The Geological Background of Peking Man (Sinanthropus)”, Science, 1930, 72(1877), pp. 635-636. 
32 1930 年 3 月巴尔博与德日进同行，在太原与新常富见面。1930 年 12 月至 1931 年 1 月巴尔博则与新常富同行。 
33 报告和信件均藏于辛辛那提大学档案馆。 
34 （苏联）Л. C. 贝尔格著，王勋等译：《气候与生命》，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年，第 305 页；潘德扬：《黄土》，北京：地

质出版社，1958 年，第 86 页。 
35 王竹泉：《华北地文沿革之重检讨》，《地质论评》1937 年第 2 卷第 4 期，第 357-360 页；李庆远：《中国黄土之地质期与地文

期》，《清华周刊》1934 年第 41 卷第 8/9 期，第 40-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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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认定化石土壤皆发源于红色土，并将黄土之化学成分与其他类似土壤进行比较。36 

 

三、巴尔博再次来华的背景 

1931 年 12 月 11 日，巴尔博因儿子健康问题举家从上海乘船前往美国。1933 年，步达

生为弄清上新世和更新世地质年代的关联，需要从更大的范围内调查第四纪地质。相较于成

果较多的华北地文研究，长江流域之研究则略显匮乏，因此步氏产生了对此区域进行考察的

想法，因研究华北地文出名的巴尔博再次进入他的视野。6 月，丁文江、葛利普、德日进、

步达生等赴华盛顿参加第 16 届国际地质学大会。巴尔博作为美国地质学会秘书，参与了此

次大会的组织。会议期间，步达生向他发出邀请，希望他能够来年赴华考察长江流域的地文，

甚至还计划在此后一同穿越西藏，以期达到将北京人化石与欧洲、洛杉矶类似化石联系起来

之目的。37正是此次考察，巴氏与庐山冰川遗迹的研究被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1933 年 11 月 12 日晚 8 点半，在地质调查所图书馆举行的中国地质学会第十届年会上，

李四光发表长达两个半小时的会长演讲，内容为他所发现的庐山第四纪冰川遗迹，并辅有幻

灯片。此次演讲获得了长时间的掌声，并引发热烈讨论，葛利普、翁文灏、谢家荣、杨钟健、

德日进、新常富及那林（Erik Norin，1895～1982）均参与讨论38，其中德日进、葛利普等人

对庐山存在第四纪冰川遗迹这一结论持怀疑态度。 

11 月 21 日，巴尔博接到步达生以新生代研究室名义发来的正式邀请电报。3930 日，德

日进致信巴尔博，对他接受步达生的计划表示高兴，认为巴氏此次来华非常“值得”，理由

有二：一、周口店有了最新发现，德日进希望可以与巴尔博一同对周口店及山西太谷进行调

查；二、李四光 11 月 12 日在中国地质学会第十次年会上做了关于庐山冰川问题的报告，德

日进虽不相信李氏认定的庐山周边广泛分布泥砾，但肯定了这些观察证明秦岭南部及长江中

游地区晚上新世的巨大侵蚀十分明显，并认为与李氏合作开展长江中游的调查是必要而紧迫

的。40 

12 月 6 日，步达生亦致信巴尔博，谈到他与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和德日进当天聚

会讨论新生代的一些问题，大家一致欢迎巴氏来华。丁文江还希望巴氏来华可以在北大开设

地文学系列讲座，以激发人们对地文学特别是新生代地文的兴趣。步达生认为，无论李四光

关于庐山冰川问题的判断是否正确，对长江流域进行一次相关调查都很有必要。如果李氏观

点正确，那就可能需要重新修正他们此前关于新生代气候的看法。信中提到的另一个主要任

务是，在已有资料的基础上，准备绘制一份中国北部从甘肃往东的地形图（在蓬蒂阶向上的

新生代不同阶段），这一任务加上巴尔博对周口店地区局部地文的详细研究，可能需要花费

一定的时间。步氏坚信，对于他们此前在中国北部遇到的有关新生代特殊问题而言，长江流

域藏有破解这些问题的线索。41可见，德日进和步达生都对此次长江流域及庐山冰川遗迹的

考察极为重视。 

接到步氏之信后，巴尔博于 1934 年 1 月 3 日回信告之自己将于 3 月 27 日抵达上海，还

谈到在华的工作时间问题，42并表示愿接受丁文江之邀，在北京大学进行 6 次演讲；同时他

也准备好和李四光开展合作，对翁文灏的友好邀请表示感谢。43至此，双方关于考察的具体

                                                             
36 G. B. Barbour, “Recent Observations on the Loess of North China”,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1935, 86(1), pp. 54-64; 巴尔博：《华

北黄土层之最近观察》，《地质论评》1936 年第 1 卷第 2 期，第 186-187 页。巴氏在黄土研究方面的工作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

贝尔格（Л. C. Берг，1876～1950）、李庆远、王竹泉、刘东生、张宗祜、冀朝鼎、何炳棣等学者都曾在著作中介绍过巴尔博的研

究。 
37 G. B. Barbour, In China When…, p. 229. 
38 “Proceedings of the Ten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 Bulletin of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 1934, 13, p. 6. 
39 G. B. Barbour, In China When…, p. 229. 
40 德日进 1933 年 11 月 30 日致巴尔博信，辛辛那提大学档案馆藏。 
41 步达生 1933 年 12 月 6 日致巴尔博信，辛辛那提大学档案馆藏。 
42 关于在华工作时间，巴氏称与德日进和步达生在华盛顿当面约定为 3 或 4 个月，后来通信中获知时间需要延长，翁文灏则提

出延至半年。 
43 巴尔博 1934 年 1 月 3 日致步达生信，辛辛那提大学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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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宜已基本协商完毕。2 月，巴尔博按计划离开美国前往上海。 

对于地质调查所来说，1934 年初可谓多事之秋。2 月 16 日，所长翁文灏在浙江武康发

生车祸，卧病杭州，生命一度垂危。3 月 15 日，步达生因心脏病发作在办公室猝然去世。44

次日，巴尔博在檀香山接到步氏去世的电报。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对此深感忧虑，认为这会导

致中国人将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的经费用在自己人身上，后续的西藏之旅也极有可能因此取

消。45 

 

四、长江流域新生代地质考察 

此时杨钟健、德日进已从北平启程，前往上海迎候巴尔博。46二人在上海得到了汤元吉

的招待，参观了震旦博物院（Musée Heude）。2 月 25 日，丁文江自北平南下，驻留沪杭一

月有余，期间与杨钟健、德日进同往杭州广济医院探视翁文灏。473 月 27 日，巴氏抵达上海，

随后与德日进、杨钟健一同赴宁，由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朱森陪同，在南京附近进行地质

旅行。48驻宁期间，他们还专程前往句容茅山考察新生代地质及地文发育，在浮山附近察看

玄武岩。4 月 11 日，与随后加入的那林一同乘船西上安庆。次日搭船前往九江，与自北平

出发经南京赶来的李四光会合，一同搭汽车前往庐山。494 月中旬，一行人在庐山停留数天，

对庐山各重要地点进行了详细勘察。50 

庐山之行结束后，李四光、喻德渊返回南京。巴尔博、杨钟健、德日进和那林则前往汉

口，受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招待。因急于返回北平，他们随即沿平汉线往北到祁家湾、

横店等地观察，并上鸡公山考察地质，下山后即乘火车赴北平。抵平后，他们考察了周口店，

参加了 5 月 11 日举行的步达生追悼会，与丁文江等人会晤。就在此时，德、巴两人与丁文

江在南下目的地问题上产生分歧，因他们并不重视长江下游的冰川现象，希望从汉口往西开

辟新区。可能因为地质调查所先前在这些区域有过不少调查，为避免重复，丁文江主张在汉

口以东多看看。经过协商，他们商定西行到万县为止。51 

北平事毕，一行人再次踏上旅途。5 月 13 日，三人南下汉口，杨钟健、巴尔博受邀在

武大演讲周口店工作情形。稍事停留后，继续西行，经赤壁、沙市，20 日抵达宜昌。在附

近的南沱、洋溪等处察看地质后，搭乘美国轮船，经三峡，过巫山、夔州、云阳，抵达万县，

决定返程再在此处考察，故继续西行忠州、丰都，最终抵达重庆。他们在重庆与卢作孚、何

北衡等人接洽，处理了相关事务。不过在随后的行程计划上，杨钟健与德、巴两人意见相左，

认为应按原先计划在重庆附近进行较为详细的考察，再返回万县。但巴尔博、德日进则希望

继续西去成都。双方随即分头行动，杨钟健前往北碚，德日进、巴尔博前往成都和灌县。待

德、巴两人回返重庆，三人同赴万县，参观了谷兰阶（Walter Granger，1872～1941）所采

                                                             
44 1934 年 3 月 5 日，步达生致信巴尔博（因巴氏人在旅途，故寄到夏威夷请他人转交），信中谈及自己近期身体不适、翁文灏

遭遇车祸一事及巴氏来华后的部分安排。原信藏辛辛那提大学档案馆。步达生逝世前半小时，杨钟健还拜访了他，谈及当年度

野外工作事宜，很可能就包括此次长江流域调查计划，参见《杨钟健回忆录》，第 72 页。 
45 G. B. Barbour, In China When…, p. 229. 
46 1934 年 3 月 21 日，顾临致信巴尔博（该信由德日进亲自带往上海面交巴尔博），告知步达生去世的消息，并称因丁氏繁忙及

翁氏受伤之故，此次考察相关事宜可与德日进商议。原信藏辛辛那提大学档案馆。 
47 丁氏此时行程可见于《胡适日记》、《蔡元培日记》及杨钟健《剖面的剖面》。 
48 在南京时，杨钟健认为巴尔博“不明了自己的身份，妄为要求”，两人险些发生公开冲突，后在德日进调解下才未闹出大事。

参见《杨钟健回忆录》，第 80 页。 
49 4 月 7 日、9 日，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曾为李四光、喻德渊、杨钟健、巴尔博、德日进和那林等人在皖、赣等地考察护照事

专门致函相关部门。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地字 508、509 号，全宗号 393，案卷号 131。 
50 《申报》对此次庐山之行亦有简讯报道，内容如下：“地质研究所长李四光，于去夏赴庐山调查地质发现冰碛层后，北平地质

调查所派主任杨钟健偕法国天然博物院长德日进、燕大教授巴尔博等南来，日前同李四光赴庐再度研究，二十日由赣乘轮返京。”

参见《庐山冰碛层之调查》，《申报》1934 年 4 月 21 日，第 16 版。 
51 杨钟健：《剖面的剖面》，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年，第 41-67 页；巴尔博著，谢家荣节译：《扬子江流域地文发育史》，《地

质专报》， 1935 年甲种，第 1 页；G. B. Barbour, In the Field with Teilhard de Chardin, Cincinnati: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1975, pp. 

65-100; G. B. Barbour, In China When…, pp. 228-242; Teilhard de Chardin, Letters from a Traveller,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1962, pp. 202-204; T. M. King, M. W. Gilbert, The Letters of Teilhard de Chardin and Lucile Swan, Washington, D. 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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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过的盐井沟。后沿江而下，在宜昌进行了地质旅行，踏上归途。6 月 18 日，返回北平。52

随后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巴尔博留在北平，撰写此次考察报告。其间受孔祥熙之邀前往山西，

遂与德日进飞赴太原，同行诸人获得了阎锡山的热情招待，随后前往太谷，参观了铭贤学校

和孔祥熙宅院。53 

长江流域地质调查结束后，为对比黄河及汉江流域的地文，决定对秦岭东部进行调查。
54巴尔博、德日进、卞美年（杨钟健因病未能参加，故由卞代）7 月 17 日自北平出发，前往

洛阳。他们从洛阳往西南，经长水、卢氏盆地、峪堂沟、黄沙、北峪、西峡口至淅川，又东

向过内乡、南阳至许昌，全程穿越东秦岭，获得了不少新材料。8 月 13 日，一行人回到北

平。8 月 20 日前后，巴尔博乘火车离开北平，从东北经莫斯科、柏林，最后抵达英国伦敦，

结束了最后一次中国之行。55 

赴庐山考察冰川遗迹是长江流域考察的重要部分，地质调查所试图借助中外合作考察的

契机解决这一学术争议，此时距李四光首次提出在中国发现第四纪冰川遗迹已有十余年。 

 

五、中国第四纪冰川研究的兴起 

李四光，著名地质学家，近代中国地质事业的奠基人之一，1949 年后历任中国科学院

副院长、地质部部长等职。长期以来，他都被视为新中国地质事业的一面旗帜，在中国可谓

家喻户晓。对第四纪冰川的研究一直被认为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李四光对冰川问题产生兴趣，最早可追溯到 20 世纪 20 年代。1921 年，李四光率领北

京大学地质系学生到邢台地区和大同盆地作野外实习，于沙河县沙源岭和大同盆地意外发现

边缘圆滑、带有擦痕的巨大漂砾，他相信这些是挽近冰川作用的重要佐证。次年 1 月，他在

英国《地质杂志》发表了第一篇关于第四纪冰川的文章——《华北挽近冰川作用的遗迹》，56

从此便开始了对中国第四纪冰川遗迹的追寻和研究。5 月 26 日，李四光在中国地质学会第

三次常会上做了题为《中国更新世冰川作用证据》（Evidence of Pleistocene Glaciation in China）

的报告，将所见的某些特殊堆积物和地形现象提请与会人员注意，并展示了一些条痕石。此

事引起了安特生的注意，不过他对李四光列举证据的真实意义表示强烈质疑。后来在一次私

人谈话中，安氏指出秦皇岛的一些残积物如果曾被冰流扫荡，则不会保留原处。此外，他还

认为条痕石的成因难以解释。57李四光也深感问题复杂，暂将此事搁置。 

近十年之后，李四光有了新的发现。1931 年，他带学生赴庐山实习，其间意外发现疑

似冰川遗迹，于是开始重新关注这一问题。1933 年夏，他再赴庐山寻求证据。58同年 11 月，

李氏在中国地质学会年会上报告了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并以《扬子江流域之第四纪冰期》

为题刊出，从庐山冰川遗迹的地貌证据、冰川堆积、冰碛物、各次冰期冰川的分布、冰期时

代、长江流域其他地区的冰川现象等方面详细论证自己的观点。他主要从地貌和堆积两方面

来进行论证，地貌上的证据有平底谷、U 形谷、悬谷、冰斗和冰窖、雪坡和粒雪盆地。但是

相较地貌，他更侧重寻找堆积方面的证据，指出庐山上下皆有大量泥砾堆积，一处泥砾组成

的陡崖中多数砾石直径达数尺，风化磨损较浅，混杂于疏松的红色砂质粘土中，砾石含量高

                                                             
52 杨钟健：《剖面的剖面》，第 41-67 页；巴尔博著，谢家荣节译：《扬子江流域地文发育史》，《地质专报》，第 1 页；G. B. Barbour, 

In the Field with Teilhard de Chardin, pp. 65-100; G. B. Barbour, In China When…, pp. 228-242; Teilhard de Chardin, Letters from a 

Traveller, pp. 202-204; T. M. King, M. W. Gilbert, The Letters of Teilhard de Chardin and Lucile Swan, pp. 12-22. 
53 G. B. Barbour, In the Field with Teilhard de Chardin, p. 98. 
54 之所以考察秦岭东部，是因为秦岭被视为华北华南之天然地质界线，此前人的观察多集中在陕西甘肃境内，而秦岭东部则缺

乏调查。巴尔博、德日进和卞美年遵照步达生之计划，以便与黄河扬子江流域之新生代地质互相比较，遂作秦岭东部地质之观

察。参见巴尔博、德日进、卞美年著，卞美年节要：《秦岭东部地质观察》，《地质汇报》1935 年第 25 号，第 35 页。 
55 G. B. Barbour, In the Field with Teilhard de Chardin, pp.101-108; G. B. Barbour, In China When…, pp. 242-246; 巴尔博著，谢家荣

节译：《扬子江流域地文发育史》，《地质专报》1935 年甲种，第 1 页；巴尔博、德日进、卞美年著，卞美年节要：《秦岭东部地

质观察》，《地质汇报》，第 35 页。 
56 J. S. Lee, “Note on Traces of Recent Ice-action in N. China”, Geological Magazine, 1922, 59(1-4), pp. 14-21. 
57 李四光：《扬子江流域之第四纪冰期》，《中国第四纪冰川》，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 年，第 7-30 页；The Secretary, “Proceedings 

of the Society”, Bulletin of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 1922, 1-4, p. 37; J. S. Lee, “Quaternary Glaciation in the Yangtze Valley”, 

Bulletin of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 1934, 13, pp. 15-62.  
58 J. S. Lee, “Quaternary Glaciation in the Yangtze Valley”, Bulletin of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 pp. 1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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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粘土，两者均不成层次。泥砾层还往往形成垄和鼓丘，它们与低地上的泥砾作扇形联展分

布于王家坡 U 谷口与鄱阳湖岸之间的平缓地带。很多巨大的砾石不仅在粘土中存在，有时

竟堆积在高出湖面 130 米的丘陵顶部。59 

1933 年 12 月初，李四光与步达生就中国更新世气候问题进行了一次讨论。李氏认为长

江流域的特定地貌以及特殊沉积是冰川活动所导致，步达生做出了谨慎而机敏的回应，尽管

有自己的倾向，但仍热情主张对该地区进行彻底而公正的调查，甚至表示：“如果真理需要，

我们必须准备着面对将白天变成黑夜的危机。”60 

为促成这一问题的尽快解决，1934 年 4 月地质调查所安排了一次中外学者共同参与的

庐山之行。巴尔博、李四光、德日进、杨钟健、那林、喻德渊一行六人在九江会合后，从莲

花洞上庐山，在牯岭附近查看悬谷地形，在山上考察五老峰等处，后由含鄱口下山，往白鹿

洞，转往青山，至蛙马石，再到马祖山，随后返回九江。李四光以主讲人的身份引导大家观

看了他所认为的冰川遗迹，一一阐述了自己的见解。但巴尔博仍持反对观点，认为李氏的很

多证据并不可信，很多现象虽然很难用冰川作用之外的理由去解释，但冰川最惯常的特征却

未有发现。61同行的德日进、那林亦持怀疑态度，杨钟健则以非专业为由没有表态。62 

 

六、巴尔博与李四光的庐山冰川之争 

从 1934 年 3 月 27 日到达上海，到 8 月 20 日前后离开北平，巴尔博这次来华考察历时

5 个月之久。在结束庐山考察之后，经武汉返回北平的火车上，巴氏完成了有关庐山冰川问

题的报告。63同年 10 月，他发表两篇文章，正式对李四光的观点作出回应。他认为李氏的

说法虽有合理性，但存在很多无法解释的现象，下结论为时过早，并提出了一些反对意见：

首先，判别强烈的冰川作用需要大量的冰川沉积证据，而不是相对次要的冰川擦痕，而庐山

并不具备确切无误的冰川地貌特征。一些类似冰川的地形，既可能是流水侵蚀所成，也可能

是山体原有的形态。即便风化作用和崩积作用可能会影响冰川作用后留下的痕迹，但冰水沉

积、冰砾阜、冰河沙堆、季候泥等重要证据缺乏，李氏的结论难以信服。不仅如此，冰川刻

蚀特征以及羊背石的缺乏也同样带来很多问题。而庐山周围大面积的泥砾堆积，也是用冰川

成因难以解释的。作为一名严谨的学者，他在文末并未对这一问题下结论，仅表示需要进一

步的调查和讨论。64 

不久，巴尔博在长江考察的总结报告《扬子江流域地文发育史》中再次阐述了自己的观

点，认为李四光所提出的重要论据——“一种不呈层次并大小混杂（最大者口径可达六英尺）

之石英岩石块杂出于红色粘土中”——不足以证明存在冰川遗迹，因为还有许多重要的冰川

征象尚未找到。对于上述证据，同样可以用别的原因解答：“（一）就土色及石质论，其时代

恐不能新于第四纪，或者与我人所见之上梯级层相当（汉中期）；（二）即使确系冰川所成，

则其发生必甚早，或属于中新统，即大致相当于秦岭期之时代；（三）如上述之砾石层，若

谓为系一种深受风化剥蚀，复经山崩土裂，因而聚积而成者亦未尝不可。”再结合此次在长

江上游及河南鸡公山等处调查，“虽仔细搜求，未见有何冰川遗迹。昔维理士穿越秦岭自渭

                                                             
59 J. S. Lee, “Quaternary Glaciation in the Yangtze Valley”, Bulletin of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 pp. 15-62. 
60 J. S. Lee, “Data Relating to the Study of the Problem of Glaciation in the Lower Yangtze Valley”, Bulletin of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 1934, 13, pp. 395-432. 步达生之所以有如此反应是因为当时国际地质学界的流行观点认为第四纪时期中国没有发生过冰

期。 
61 此次考察并未找到条痕石。参见李四光：《有关第四纪冰川地质工作的谈话》，《李四光全集·第二卷·冰川地质》，武汉：湖北人

民出版社，1996 年，第 606 页。 
62 杨钟健：《剖面的剖面》，第 47-49 页；G. B. Barbour, In the Field with Teilhard de Chardin, pp. 76-81; 1934 年 4 月 20 日，德日进

致 Lucile Swan 信，参见 T. M. King, M. W. Gilbert, The Letters of Teilhard de Chardin and Lucile Swan, p. 14. 
63 巴尔博等人非常感激李四光的热情接待和参观引导，担心提出反对意见会伤害双方感情。参见 G. B. Barbour, In the Field with 

Teilhard de Chardin, p. 81. 
64 G. B. Barbour, “Physiographic Stages of Central China”, Bulletin of the Geological Survey of China, 1934, 13, pp.455-467; G. B. 

Barbour, “Analysis of Lushan Glaciation Problem”, Bulletin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 1934, 13, pp. 647-656. 德日进等亦在

《两广地区新生代地层》一文中提及这一问题，参见 P. Teilhard de Chardin, C. C. Young, W. C. Pei, H. C. Chang, “On the Cenozoic 

Formations of Kwangsi and Kwangtung”, Bulletin of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 1935, 14(2), pp. 179-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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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到汉水时，亦曾注意此问题，但冰川遗痕始终未见；由此而论，则李氏之冰川理论，或将

不能成立乎？”65 

此次考察结束不久，巴尔博便离开中国，前往英国。661934 年 12 月，李四光应邀前往

英国讲学，67两人亦有接触。李氏在伦敦、剑桥、牛津、都伯林、伯明翰等地八所大学讲授

《中国地质学》（The Geology of China），该书提到了他所见的庐山冰川痕迹以及巴氏等人的

观点。68在此期间，李四光应伯明翰大学地质系教授威尔士（Leonard Johnston Wills，1884～

1979）之邀，一道考察英伦三岛的第四纪冰川遗迹。之后，和李春昱、王恒升一起再次赴阿

尔卑斯山区考察冰川现象。691936 年，巴氏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上宣读《扬子江流域地文发

育史》（Physiographic History of the Yangtze）一文，在场的李四光进行了点评。70  

除巴尔博之外，德日进亦多次质疑李四光的论断。1935 年，他与杨钟健在《扬子江流

域新生代地层之层序》一文中指出庐山泥砾是第三纪末与第四纪的急流沉积物。71次年，他

又发表《中国之大陆沉积》一文，对李氏的论点提出四方面质疑，认为庐山不存在更新世冰

川，泥砾的成因是泥流和洪流，而非冰川作用。72 

为了使自己的理论更具说服力，李四光也逐渐将目光投向庐山之外的地区。1934 年，

他发表《关于研究长江下游冰川问题材料》一文，进一步扩大了冰川研究的地域范围，对安

徽中部、九华山、天目山等长江下游区域进行研究。731936 年 5 月 5 日，李四光讲学返国抵

达上海，74随即前往安徽黄山进行考察，75著有《安徽黄山之第四纪冰川现象》。76上述两篇

文章主要根据与此前研究中同样的证据（主要是泥砾），将这些地方作为经受过更新世冰川

作用的山地，推断长江谷地曾广泛经历过一次冰川气候。之后他再次前往庐山作进一步的研

究。 

1937 年抗战爆发前，李四光完成《冰期之庐山》（Quaternary Glaciation in the Lushan Area, 

Central China），综合此前研究，详尽论述庐山冰川问题。文中除描述新发现的季候泥与羊

背石外，还专门写了一章“冰碛物释疑”，对非冰川论者提出的不同观点进行了分析与反驳。

对于泥砾的成因问题，他认为：一、并非岩石风化所成，因泥砾仅在山北特多，而山南及东

北端几乎绝迹，同类岩石在同一气候下之变化不可能相差如此之大，且泥砾中夹杂的大石块

只能用冰川作用才能解释其移动的原因；二、不是扇形停积所成，因庐山四周皆有大断层，

过断层之后又无斜坡，不利于扇形停积的发生，且泥砾离山远去颗粒变大的现象也与扇形停

积特征不符；三、不是山崩作用所成，此与扇形停积的解释类似，根据周围地质条件并不能

用山崩作用合理解释其成因。据此，李氏再次肯定泥砾的冰川成因。至于泥碛层上之红泥，

他认为这并不能说明泥砾沉积时是湿热气候，而只能说明沉积和湿热作用并不同时发生，恰

好证明了各次冰期后有间冰期的存在。至于庐山南麓没有冰碛物的现象，则是由于山南温度

略高所致。最后，关于王家坡 U 形谷的形成，他认为既不能用构造控制也不能用后期充填

解释，而只能用冰川作用解释。77此文虽作于 1937 年，因抗战直到 1947 年才得以发表，也

                                                             
65 巴尔博著，谢家荣节译：《扬子江流域地文发育史》，《地质专报》1935 年甲种，第 23 页；G. B. Barbour, “Physiographic History 

of the Yangtze”,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1936, 87(1), pp. 17-32. 
66 G. B. Barbour, In the Field with Teilhard de Chardin, pp. 108-109. 
67《中央日报》1934 年 11 月 25 日，第 8 版。 
68 J. S. Lee, Geology of China. London, 1939. 
69 马胜云、马兰编：《李四光年谱》，第 118-119 页。 
70 J. S. Lee, “Physiographic History of the Yangtze: Discussion”,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pp. 32-34. 
71 P. Teilhard de Chardin, C. C. Young, “The Cenozoic Sequence in the Yangtze River”, Bulletin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 1935, 
14(2), pp. 161-178. 
72 P. Teilhard de Chardin, “Notes on Continental Geology”, Bulletin of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 1936-1937, 16, pp. 195-220. 
73 J. S. Lee, “Data Relating to the Study of the Problem of Glaciation in the Lower Yangtze Valley”, Bulletin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 pp. 395-432. 
74 《中央日报》1936 年 5 月 6 日，第 8 版。 
75 《中央日报》以“李四光在黄山发现五万年前冰碛层，可与庐山发现者相参证，推考分布区域必及全国”为题作了报道（1936

年 6 月 21 日，第 8 版）。 
76 J. S. Lee, “Confirmatory Evidence of Pleistocene Glaciation from the Huangshan, Southern Anhui”, Bulletin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 1936, 15(3), pp. 279-290. 
77 李四光：《李四光全集·第二卷·冰川地质》，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 395-4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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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是对巴尔博等人质疑的迟到回应。78 

尽管巴、李二人学术观点迥然不同，但仍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李四光在 1939 年出版的

英文版《中国地质学》一书导言中专门对巴尔博在更新世气候方面的研究和讨论表示感谢，

在第九章“中国更新世气候”中对巴氏在黄土和更新世气候方面的研究更是多有引用。79巴

氏归国后，讨论告一段落，然而这场论辩却在十多年后又掀起了一场新的波澜。 

 

七、庐山冰川问题的余波 

1949 年以后，国内政治环境剧变。伴随着抗美援朝的进行，以及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

动的开展，社会上掀起了批判帝国主义的潮流。与此同时，李四光对外国学者的看法也发生

了巨大转变，庐山冰川问题的性质也开始发生变化，安特生首当其冲成为被批判的对象。 

安特生是最早对中国第四纪冰川遗迹提出质疑的人。1934 年，李四光曾回忆 1922 年与

他讨论华北发现条痕石时的场景，提到安特生“有怀疑的理由。我认为他所持的怀疑态度是

严肃的”。80从中可看出当时李四光对安氏的怀疑持理解的态度。然而，安氏后来却因为此

事成为了他口诛笔伐的对象。 

1951 年 12 月 30 日，中国地质学会在北京召开第三十届年会，李四光以理事长的身份

作了长篇报告，将“中国第四纪冰川遗迹问题”从普通的学术争论上升为政治问题，将之视

为外国地质学家破坏地质事业的典型案例进行控诉，报告后以《地质工作者在科学战线上做

了一些什么？》为题，发表于《地质论评》、《光明日报》等报刊，引起强烈反响。81与他 1934

年描写的场景不同，安特生的形象在此发生了巨大转变，李四光写道： 

在我们地质学会初成立的那一年，我在太行山东麓大同等处，发现了一些冰川流行

的遗迹，并且采集了带冰擦条痕的漂砾，回到北京。当时农商部顾问瑞典人安特生在内

幕指导地质调查所工作，他看了我所带回的材料以后，一笑置之。安特生曾经参加过南

极探险，而又是来自冰川遗迹很多的一个西北欧的国家。照道理讲，他是应该认识什么

样的石头是冰川漂砾，至少他应该认识带什么样擦痕的漂砾，可能是来自冰川的，他用

一种轻蔑的态度，对那些材料很轻视地置之一笑，使我大吃一惊。他那一笑不打紧，可

绕着他便形成了故意或无意地不理会冰川现象的一个圈子。由于这个圈子的把持，第四

纪地质问题以及其它有关问题的发展，就受了很大的影响。 82 

此外，被李四光点名批判的还有莫利斯（即毛里士）、葛利普、巴尔博、德日进、步达

生、费师孟（Hermann von Wissmann，1895-1979）83等人。841975 年，李氏《中国第四纪冰

川》论文集出版，在出版说明中他重提旧事：“尽管证据确凿，但那些外国专家为了维持其

既有的看法，仍然不遗余力地反对中国有第四纪冰川的遗迹，并断然否定中国第四纪有过冰

川活动。当时，我国一部分地质、地理学家，也就默认了中国第四纪没有冰川存在的看法。”
85 

受李四光批判的不仅有外国学者，连中国地质事业创始人之一丁文江也未能幸免。李四

                                                             
78 李四光撰成该文后，专程寄送一份至英国《自然》（Nature）杂志，该刊随即于 1938 年 3 月刊文介绍了李氏与巴氏关于冰川

问题的争论。参见 W. L., “Quaternary Glaciations in Central China”, Nature, 1938, (3568), pp. 499-501.  
79 J. S. Lee, Geology of China. London, 1939. 
80 李四光：《扬子江流域之第四纪冰期》，《中国第四纪冰川》，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年，第 7-30 页；J. S. Lee, “Quaternary Glaciation 

in the Yangtze Valley”, Bulletin of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 1934, 13, pp. 15-62. 
81 樊洪业主要根据此材料对李四光的态度转变进行了分析，参见《李四光“庐山论冰”真相》，《南方周末》2014 年 3 月 13 日。 
82 李四光：《地质工作者在科学战线上做了一些什么？》，《地质论评》1951 年第 3-6 期，第 1-14 页；李四光：地质工作者在科

学战线上做了一些什么？——在中国地质学会一九五一年年会上的讲话》，《光明日报》1952 年 1 月 29 日，第 945 期，第 3 版；

1952 年 1 月 30 日，第 946 期，第 3 版。 
83 费师孟（或作费斯孟、费斯曼），奥籍德裔学者，中央大学教授，曾对中国第四纪冰川持怀疑态度，后转而支持李四光的观点，

1937 年在《中国地质学会志》上发表《中国更新世的冰川现象》（The Pleistocene Glaciation in China）一文。李四光认为其吹嘘

自己在中国所看的冰川现象。 
84 李四光在论证“外国人需要支持他们传统的见解才好维持他们的‘威信’”时称步达生是“拿北京人作了他的科学声誉的资本，

大发议论”。他认为德日进“漠视了中国第四纪动物群中寒带和高山性的成份”，巴尔博则“想包揽中国地文学和地形学的权威”。 
85 李四光《中国第四纪冰川》出版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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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在报告中将他视为“买办学者”，对自己在书中怀念丁氏之举展开自我检讨，甚至控诉：

“欺负我最厉害的人，就是这个人（笔者按，即丁文江）。然而他死了以后，我还要瞒着我

的良心恭维他：说什么他一生苦心为了中国地质事业工作，来表示我的宽宏大度，我这种虚

伪的态度，岂不是自欺欺人？”86这与丁文江逝世时他所展现出来的态度截然不同。87 

李四光对这些“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帮凶”的批评究竟是出于内心的真实想法还是环

境所迫，后人无从得知。可以确定的是，他的态度转变与时势环境密不可分，他的这些表态

迎合了政治上的需要。 

受大环境影响的并不仅仅只有李四光，另一位当事人杨钟健在李氏逝世（1971 年 4 月）

后的次年 8 月，即在名为《回忆与忏悔》的文章中对自己在冰川问题中的态度进行了深刻反

省，自称当时“犯了很大的错误”，“因为严重地受了德日进等一些外国人的影响，也觉得中

国的冰川是可疑的”，并对李四光“真能‘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受外国人的拘束，大胆

地提出自己的看法”这一行为表示钦佩。889 月 20 日，他在另一篇题为《论冰川》的文章中

再次歌颂了李四光勇于与外国学者斗争的精神；8911 月 2 日，在纪念李四光的文章中又一次

称赞李氏“不为外国邪说所束缚的精神”，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德日进等特别以冰川

专家自居的那琳，抱着成见，不肯面对事实，而顽强的反对李先生的看法”。随后他还做了

自我检讨：“我那时既不很了解（说完全不了解，也不见得。因为我在德国阿尔卑斯山区看

了许多冰川遗迹），也没有斗争的勇气，竟采取骑墙态度，不置可否。李先生对我这一点显

然是不大满意的，但仍然对我非常客气，使我至今不忘。”90 

1973 年 3-4 月，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举办了一次第四纪冰川地质学习班。学习

期间，一些地质学家对第四纪冰川地质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发言。91杨钟健在发言中回忆了当

年的庐山之行： 

我们的李先生做过的庐山冰川，这里有到过的没有，我到过。庐山的冰川从山顶上

算起，从山上一直到鄱阳湖边，虾蟆石就是个冰川的石头，去的时候，洋人也去了，里

面有那林，所谓冰川学家。你那林能认识你们斯堪的纳维亚冰川，到庐山就不认识了？

莫名其妙，不是不认识。还有巴尔博。这些人有不可告人的成见在里面。科学不能搞成

见，科学是科学，你有成见，就不成其为科学了。92 

1979 年 1 月 15 日，杨钟健去世。而在 1983 年出版的回忆录中，杨氏对庐山之行时自

己对冰川的看法则一笔带过，仅称自己“适于此时患腹泻，未能尽量发挥工作能力。关于冰

川问题，大家意见未能一致。”这段回忆文字与他 1934 年长江考察游记中的记载基本一致。
93从杨氏态度的微妙变化中，亦可看到时代的烙印。 

至此，庐山冰川之争已从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并在李四光反帝爱国形象的建构过

程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此后数十年间，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认知也呈一面倒的态势，反

对者亦多有顾虑，公开发声者更是屈指可数。1960 年代虽有辩论，但因环境所限，亦无下

文。直到 80 年代之后，有关争论才重新兴起。 

 

                                                             
86 李四光：《地质工作者在科学战线上做了一些什么？》，《地质论评》，第 1-14 页。 
87 1936 年初，正在英国讲学的李四光获悉丁文江逝世，随即在《中国地质学》一书导言中称自己失去了“一位朋友和极为宝贵

的同事”，并感慨丁氏一生为中国地质事业之发展忠诚奉献。参见 J. S. Lee, Geology of China. London, 1939. 
88 杨钟健：《回忆与忏悔》，《镵石集》，铅字排印稿，1972 年。 
89 杨钟健：《论冰川》，《镵石集》，铅字排印稿，1972 年。 
90 杨钟健：《李四光老师回忆录》，李四光研究会筹备组、地质学会地质力学专业委员会编，《李四光纪念文集》，1981 年，第 9

页。有意思的是，他还提到 1938 年夏，从长沙去昆明，路过桂林拜访李四光，李氏仍叫他对冰川问题表态，要他“不要做骑墙

派”。 
91 除杨钟健外，许杰、王曰伦、徐仁、周明镇、贾兰坡、叶连俊、徐煜坚、刘东生等人也都谈了自己的心得体会。会后，这些

谈话被整理成册，并于次年以《第四纪冰川地质学习材料》为名出版，出版时还收录了《李四光同志关于中国第四纪冰川地质

工作的论述和建议》以及杨钟健的《论冰川》、《回忆与忏悔》二文。 
92 杨钟健：《关于我国冰川的几个问题》，《第四纪冰川地质学习材料》，地质科学研究院地质力学研究所，1974 年，第 5 页。 
93《杨钟健回忆录》，第 73 页。由于杨钟健突然去世，故回忆录并未写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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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余论 

民国时期，一批西方地质学家来华工作，巴尔博是其中极具特色的一位。他不仅在中国

地质学研究方面成果卓著，还发挥专业所长，积极与中国学者探讨学术问题。在华期间，他

和中国学者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在博士论文中，不仅对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谭锡畴、王

恒升表示了感谢，也对在北大地质系任职的李四光致以敬意。而李四光作为中国地质事业的

创始人之一，能够勇于面对各方质疑，不断在实地考察中寻找证据进行回应。 

1934 年的长江考察和庐山之行是一次机缘巧合下的中外合作，庐山冰川遗迹的学术价

值不仅限于地文学领域，更为重要的是它与新生代气候问题紧密关联。正是在步达生、翁文

灏、丁文江、李四光等人的大力推动下，巴尔博的此次来华才得以最终成行。随后，巴、李

二人秉承严谨的学术态度，就中国是否存在第四纪冰川遗迹的问题展开讨论。这场长达数年

的辩论，在民国时期中外地质学合作与交流的过程中颇具代表性，对于促进中国地质学的发

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此外，中国地质调查所充分利用资金，由中方组织和主导，聘请欧美“客卿”进行合作

考察，既考察和研究了中国地质，也训练和培养了随团的中国学者。这种独具特色的中外合

作模式不仅推动了中国地质学的国际化，也加速了其本土化进程。1949 年以后，受政治环

境影响，这段历史的真实面貌一度受到歪曲。随着意识形态对史学影响的逐步淡化，以及相

关档案材料的开放，我们最终得以重新认识近代科学史上的这场著名争论。近些年，学界对

庐山冰川问题的讨论进入了新的阶段，论辩双方也在陆续提出新的证据，不过至今仍未有定

论。无论将来的结论如何，李四光、巴尔博等这批早期地质学家为发展中国地质事业所做的

努力以及对真理的追求都值得尊敬和学习。 

 

[基金项目：中国科学院重点部署项目“地质学在中国的本土化研究”（编号：

KZZD-EW-TZ-01）] 

 

Transnational Cooperation in Geology during the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A Case Study on the Debate on Quaternary Glacial Vestige in China between G. B. Barbour and 

J. S. Lee 

 

Han Qi; Song Yuanming 

Abstract: Whether there is Quaternary glacial vestige in China is an important issue in geological field. 

The debate started in the 1920s and has lasted for nearly one hundred years. Based on newly found 

letters and a diary of G. B. Barbour,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international circumstances of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geology in China and introduces Barbour’s work in China. Then it analyses the 

debate between G. B. Barbour and J. S. Lee in its academic context. Furthermore, it demonstrates the 

form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geologists and its contribution to the 

localization of geology in China. Finally it analyzes the change of Lee’s attitude toward this debate 

around 1949 within its political 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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